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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发展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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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使用 2003 年 ～ 2012 年全国 21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铁路交通发展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结果表明，高速铁路运营加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如果一个城市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度高出平均经济联系水平 1%，则该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会高出平均集聚水平 3% ～6% ; 高速铁路开通运营时间越长，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
用越大; 高速铁路运营通过增强沿线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而显著地促进了这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沿线城市可以利用
高速铁路这个有利因素，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非沿线城市则要更谨慎地评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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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现阶段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

一个重要方向，而区域交通条件是影响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有关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对于交通因素尚未给予足

够的重视( 申玉铭 等，2007; 翁春颖，2013) 。虽然有
少量文献考虑了交通因素的影响，但是得出的结论

却是交通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 胡霞，2007 ) 甚至负相关。显然，这样的结论与经
验观察和理论认识是不相符的。就区域交通条件变
化看，我国高速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和部分高速

铁路的相继投入运营，使我国区域交通条件正在发

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本文拟从实证分析的角度
研究高速铁路发展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

的影响。

一、分析模型与数据处理
( 一) 分析模型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

果。申玉铭等( 2007 ) 、陈建军等( 2009 ) 、丁静秋等
( 2013) 、翁春颖( 2013 )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业化
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水平、要素水平以及科

技水平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有重要影响。参考
这些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经济联系强度为解释变量，

以人力资本、信息条件、对外开放程度、城市规模、产
业关联为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引入自变量的滞

后期，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及交通发展对

其产生的影响。本文所用分析模型如下:

PSi，t = α0 + α1 ( Ｒi，t / Ｒt ) + α2 ( ITi，t / ITt ) +

α3 ( HＲi，t / HＲt ) + α4 ( FDIi，t / FDIt ) + α5 ( CITYi，t /

CITYt ) + α6 ( MYi，t / MYt ) + α7 ( PSi，t －n ) + εi，t ( 1)
PSi，t 表示 t时期 i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

平，是 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与所有城市生
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均值的比值。

Ｒi，t 表示 t时期 i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强度。Ｒi，j = ( PiG槡 i × PjG槡 j ) /D
2
i，j，Ｒi = ∑

n

j = 1
Ｒij。其

中，Ｒij 表示 i、j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Pi、Pj 分

别表示 i城市和 j城市的常住人口，Gi、Gj 分别表示 i
城市和 j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Dij表示城市 i与城市
j基于铁路网络的最短旅行时间。Ｒi 是 i城市与所有
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量之和，即该城市对外经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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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总量。
ITi，t表示 i城市 t时期的信息条件，用 i城市互联

网用户数描述。
HＲi，t 表示 t时期 i城市的人力资本，用 i城市的

专任教师数量描述。
FDIi，t 表示 i城市在 t时期的对外开放程度，用 i

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描述。
CITYi，t 表示 i城市 t时期的城市规模，用 i城市

的人口规模描述。
MYi，t 表示 i城市 t时期的产业关联，用 i城市的

制造业从业人口描述。
( 二) 模型变量说明

一般而言，测度产业集聚的指标分两种: 一种是

测度区域内行业集聚的指标; 另一种是测度行业内

企业集聚的指标。由于本文是从总体上而非从行业
的角度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适宜选择区域

内行业集聚的指标。就具体的测度指标看，从业人
口和产值这两个指标可以从不同角度测度产业集聚

度。然而，从我国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值的统计
看，不同时期和区域的做法不尽相同，存在高估或者

低估的问题。比较而言，用从业人口指标能更真实
地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因此，本文拟用
从业人口作为测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数据。
在具体测度产业集聚水平时，可以用绝对水平或相

对水平两种方法，而通过标准化集聚因子的绝对值

这种取相对水平的方法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一个城市

相对其他城市的集聚程度。因此，本文参照一些学
者的做法( 陈建军 等，2009; 丁静秋 等，2013) ，采用
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与全国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

从业人口均值之比( PS) 来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水平。
如前所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选择区位时常

把在某个区位上是否有利于扩大其市场区作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标准。对于一个区位而言，是否能够占
有更大的市场区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区

域交通条件。显然，一个区位的区域交通条件越好，
就越容易吸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我们考察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就需要从高速

铁路运营对沿线城市所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着
手。高速铁路所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有利于增
强一个城市与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从而扩大生产

性服务业的市场区范围。本文用引力模型( Combes
et al，2008) 来描述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用高速铁
路开通后各城市间的旅行时间替代引力模型中的地

理距离，反映高速铁路对其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

具体地，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出高速铁路开通

前后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 Ｒ) 的变化，间接衡量
高速铁路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行业层面，信息化程度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总有显著影响( 盛龙 等，2013; 丁
静秋 等，2013) 。Kolko( 1999) 、Fu 等( 2011) 的实证
分析结果都显示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促进产业集聚

的。参考他们的研究结论，本文把信息条件( IT) 作
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一个因素。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有显著影响( 盛龙 等，2013; 李非 等，2011) 。
张纯等( 2013 ) 运用传统的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
型，证实人力资本积累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

性服务业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把人力资本
( HＲ) 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
根据韦伯的最小费用区位论和廖什的利润最大

化市场区位论我们不难理解，高铁站点城市更具有

满足外商投资选址的区位条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

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因此，高铁的运行能够促进沿
线地区对外资的吸引，扩大其对外开放程度。本文
选择外商直接投资( FDI) 描述对外开放程度，作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一个影响因子。
根据本地市场效应的论点，运输条件改善能够

扩大高铁站点区城市规模，这会增加厂商选择该市

场作为其生产区位的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于能够同
时接近几个市场的区位可以为厂商带来更高的利

润; 另一方面，区域的需求将随着该地区可达性的提

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产量增长的同时还能

够引起平均成本的下降，使得规模收益递增并进一

步提高厂商的盈利能力。因此，本文选择城市规模
( CITY) 作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因素之一。
目前，国内有很多文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和制

造业的互动机理、关联效应和协同效应。高觉民等
( 2011) 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部门与制造业均
呈现互动发展关系。王硕等( 2012 ) 的研究表明制
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

关系和互动关系。任英华等( 2010 ) 的研究发现湖
南省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与制造业集聚地有较强

的相关性。盛龙等( 2013 ) 、陈建军等( 2009 ) 、丁静
秋等( 2013) 的研究也都表明产业关联对于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也将引入产
业关联( MY) 因素。
鉴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一个动态过程并表现

出自我增强的特征，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滞后因变量

PSi，t － n。考虑到本文的分析时点始于 2003 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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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选取 2003 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作为模
型的滞后因变量。
( 三) 分析对象及时段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确定生产

性服务业的行业构成。迄今为止，究竟生产性服务
业包括哪些行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各国政府部门

都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有关文献分别从产出、服务
对象( Greenfield，1966 ) 、服务类型( Browning et al，
1975) 、服务对象和服务类型( Howells et al，1986 ) 、
服务活动( Marshall et al，1987 ) 等角度来界定生产
性服务业。总的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向其
他组织提供用于其进一步生产和运作的服务活动的

服务业( 王晓玉，2006) 。
本文依据 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
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等 8 个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
业的行业构成。在城市选择方面，本文根据《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数据可获得的情况，选择了 218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由于 2003 年之前和之后的生
产线服务业划分标准不统一，本文以 2003 年 ～ 2012
年为研究时段。
( 四)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3 年和 2012 年
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共选取了 218个全国地级及
以上铁路沿线和非沿线城市的数据，并对所有指标进

行了标准化处理。这一是由于相对水平利于城市间
的比较，更容易观察城市间的差异; 二是为了统一单

位，便于计量分析和解释。其中，计算经济联系强度
时所涉及的两城市间基于铁路网络的最短旅行时间

是通过查询 2011年《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获取的。

二、结果分析
( 一)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总体

影响

我们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式对 2011 年的横
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上述设定的各种因素对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得到如表 1 所示的结果。
首先，引入本文唯一的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滞后期。
由于因变量的滞后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城市生产性

服务业的发展基础，从而通过这种回归方式能够剥

离出经济联系强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净影响。由模
型 1 的结果可见，经济联系强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弹性约为 6%。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城市而言，

一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度增加 1%，该城市生产性服
务业的集聚程度则会因此高出平均水平 0． 06%，并
且这种影响是相当显著的。同时，通过观察因变量
滞后期的系数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业的初始集聚

程度能够在 86%的程度上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程度，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自我增强效应

是很显著的。第二步，我们仅引用控制变量对因变
量进行回归，结果验证了这些控制变量对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的影响都是显著并且符合预期的。其中，
采用城市规模的平方项是考虑到每个城市都存在一

个最佳规模，即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在一

定规模限度内发生积极作用的。在未达到这一最佳
规模之前，该城市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会促成产业

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 然而，一旦超过了这一规模，

离心力的作用开始超越向心力的作用，从而导致规

模不经济的后果。该模型中城市规模的系数为正、
其平方项系数为负也恰恰验证了本文预期。第三
步，我们在模型 1 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部分
控制变量与自变量的交叉项及滞后变量，得到模型

3、模型 4、模型 5 和模型 6。从中可以看出，Ｒ2 有逐

步变大的趋势。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将模型 6 作为铁路交通发

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分析模型。需要注意的
是，模型 6 中产业关联和产业关联的滞后项的系数，
它们表明虽然当期的制造业发展程度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有 0． 3%的阻碍作用，但是工业基础也即滞
后的产业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产生 38%
的正向促进作用。
运用以上模型我们可以算出经济联系强度对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总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

接影响。即:
PS /Ｒ = － 0． 11 － 0． 06FDI + 0． 07IT + 0． 13HＲ

( 2)
由于在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因此，各变量的均值为 1，代入式( 2) 可得
经济联系强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直接影响

为 － 11%，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交叉影响为 － 6%，与
信息条件的交叉影响为 7%，与人力资本的交叉影
响为 13%，由此可得总影响约为 3%。这表明，如果
一个城市经济联系强度高出平均水平 1%，则该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能够高出平均水平 0．
03%。由于诸多交叉影响之间存在重叠部分，而这
些重叠的影响需要通过直接影响来抵消，因此，虽然

直接影响小于零，并不影响最终结果的准确性。根
据模型 1 可知，经济联系强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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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具有 6%的显著正向影响。结合以上分析，我
们得到经济联系强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为

3% ～6%。

表 1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解释变量

Ｒ
0． 05968*

( 2． 06932)
－ 0． 00628
( － 0． 06133)

－ 0． 00618
( － 0． 06278)

－ 0． 14777*

( － 1． 86060)
－ 0． 10986
( － 1． 48616)

控制变量
IT

0． 48942＊＊

( 2． 40905)
0． 46663＊＊

( 2． 37553)
0． 29511*

( 1． 73138)
0． 27530＊＊

( 2． 42878)
0． 18349
( 1． 54026)

HＲ 0． 32394*

( 1． 75456)
0． 37497*

( 1． 96181)
0． 36203*

( 1． 95574)
－ 0． 18028
( － 1． 07119)

－ 0． 23793
( － 1． 32322)

FDI 0． 15615*

( 1． 82429)
－ 0． 04866
( － 0． 42231)

－ 0． 15670
( － 1． 40130)

0． 19519*

( 1． 71520)
0． 18908
( 1． 61636)

CITY 0． 88498＊＊＊

( 3． 70785)
0． 68599＊＊＊

( 3． 21906)
0． 45682＊＊

( 2． 39062)
0． 81756＊＊＊

( 4． 60538)
0． 66339＊＊＊

( 5． 28391)

CITY2 － 0． 27237＊＊

( － 2． 51056)
－ 0． 20652＊＊

( － 2． 17815)
－ 0． 10600
( － 1． 32022)

－ 0． 18823＊＊＊

( － 3． 29234)
－ 0． 14051＊＊＊

( － 2． 90056)

MY 0． 35524＊＊＊

( 2． 60841)
0． 14170
( 1． 01052)

－ 0． 00320
( － 0． 01700)

Ｒ × FDI 0． 02227＊＊＊

( 3． 46128)
0． 01766＊＊

( 2． 44281)
－ 0． 05715＊＊

( － 2． 27288)
－ 0． 06230＊＊

( － 2． 40468)

Ｒ × IT
0． 07376
( 1． 12065)

0． 06795
( 1． 11088)

Ｒ × HＲ 0． 12980*

( 1． 70730)
0． 13113*

( 1． 81405)

滞后变量
0． 86233＊＊＊

( 17． 13126)
0． 38072*

( 1． 76382)

常数项
0． 07799＊＊

( 2． 06135)
－ 0． 44997*

( － 1． 75942)
－ 0． 26174
( － 1． 46239)

－ 0． 22487
( － 1． 36563)

－ 0． 14183
( － 1． 61269)

－ 0． 14248
( － 1． 52969)

Ad － Ｒ2 0． 96000 0． 58901 0． 61544 0． 64336 0． 83614 0． 84437
注: 括号中数值是解释变量系数的 t统计量;＊＊＊、＊＊、* 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

( 二) 不同高铁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差异

我国高速铁路开通运营的时间先后不一。为了
验证高速铁路开通运营的时间差异是否会影响沿线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差异，本文选择了武广高

铁和京沪高铁这两条开通运行时间不同、运行里程
较长的高铁线路来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武广高铁与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

武广高铁 京沪高铁 武广高铁 京沪高铁

2003 1． 60522( 1． 57097) 1． 65552( 2． 28166) 2008 1． 69570( 1． 84430) 1． 67635( 2． 42560)
2004 1． 62124( 1． 64887) 1． 62364( 2． 20795) 2009 1． 70805( 1． 87054) 1． 65080( 2． 41650)
2005 1． 62635( 1． 8266) 1． 75983( 2． 79266) 2010 1． 74295( 1． 91274) 1． 65710( 2． 41034)
2006 1． 62586( 2． 04489) 1． 60355( 2． 23803) 2011 1． 77034( 2． 06354) 1． 62622( 2． 37864)
2007 1． 60898( 1． 83262) 1． 62718( 2． 32895) 2012 1． 66193( 1． 94667) 1． 53519( 2． 17336)
样本 9 16 9 16

注: 表中数字为高铁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均值，括号中为标准差。本表中京沪高铁剔除了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因为京津城

际铁路开通早于武广高铁，剔除这两个城市便于比较。

武广高铁建成运营始于 2009 年 12 月 26 日，而
京沪高铁运营始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那么，是否
高速铁路开通运营的时间越早，其沿线城市的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就越高呢? 由于京津城际铁路是

我国最早开通的高铁，其站点北京和天津也是京沪

高铁的站点城市，因此上表剔除了北京和天津两个

城市，以便反映开通时间不同的高铁沿线城市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差异。从表 2 可以看出，武广

高铁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均值从

2009 年开通高铁以来开始逐年增加，从 1． 70 上升
到 1． 77，而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程度的均值则一直在 1． 6 上下波动。此外，在 2008
年以前，武广高铁沿线城市和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均值大体相等，但是自

2008 年以来，武广高铁沿线城市该指标高出京沪高
铁沿线城市，由 1． 2%、3． 5%、4． 8%上升到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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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京沪高铁开始运营，此时武广高铁沿线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均值高出京沪高铁的比例才

有所回落，降为 8． 5%。据此我们认为，这种随高铁
开通运行时间变化而出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变

化，正是高速铁路的影响所致。
( 三) 高铁沿线城市与非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差异

如前所述，高速铁路发展在总体上促进了全国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论，

即高铁沿线城市与非沿线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水平会存在差异，前者的集聚水平将高于后者。这
里，我们用模型 6 对 89 个高铁沿线城市和 129 个非
沿线城市 2011 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高铁沿线与非沿线城市回归分析结果

高铁沿线 非高铁沿线

Ｒ － 0． 04416 ( － 0． 50804) － 0． 02307 ( － 0． 30056)
IT 0． 29193* ( 1． 78107 0． 18075＊＊＊ ( 6． 80128)
HＲ － 0． 37249 ( － 1． 64819) 0． 32263＊＊＊ ( 4． 81366)
FDI 0． 23220 ( 1． 52852) － 0． 11766＊＊ ( － 2． 34745)
CITY － 0． 15850 ( － 0． 18256) 0． 41350＊＊＊ ( 6． 26859)
CITY2 0． 25306 ( 0． 61350) － 0． 04810 ( － 1． 36468)

MY 2011 0． 01500 ( 0． 07300) 0． 12195＊＊ ( 2． 32020)
Ｒ × FDI － 0． 06844＊＊ ( － 2． 47896) 0． 12816 ( 1． 28535)
Ｒ × IT 0． 043810 ( 0． 74227) － 0． 05793 ( － 0． 55503)
Ｒ × HＲ 0． 14622* ( 1． 83031) － 0． 07755 ( － 0． 82904)
MY 2003 0． 34619 ( 1． 62335) － 0． 01040 ( － 0． 17573)
样本 89 129

注: 表中数字为各变量系数，括号中为 t统计量; * 、＊＊、＊＊＊分别

表示解释变量在 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非高铁沿线城市的信息化
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规模对当
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非常显著，经济联

系强度对当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起到显著作

用。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沿线和非沿线这两种不同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联系强度的弹性来比较

其受高速铁路影响的差异。如下所示，高铁沿线和
非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经济联系强度

的弹性分别为:

PS /Ｒ = － 0． 04 － 0． 07FDI + 0． 04IT + 0． 15HＲ
( 3)

PS /Ｒ = － 0． 02 + 0． 03FDI － 0． 06IT － 0． 08HＲ
( 4)

与式( 2) 中计算总影响的算法相同，可得高速
铁路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联系强度的

弹性达到 8%，而非高铁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程度对经济联系强度的弹性则为 － 3%。这是因

为非高铁沿线城市与周边城市联系程度较弱，因而

不能有效地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向其集聚; 相反，高铁

沿线城市则与周边城市有较强的联系程度，从而在

8%的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向其集聚。

三、结论和讨论
本文分析了高速铁路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高速铁路可以增强城

市间经济联系，进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起到促进

作用。总体上，高速铁路通过作用于经济联系度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 3% ～ 6%的正向影响; 对于
高铁沿线城市，这种影响高达 8%。其次，高速铁路
开通运行的时间越早，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促进作用也越大。再次，对于高速铁路沿线城
市而言，在高速铁路影响下，其经济联系强度增加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会随之增加 0． 08% ; 而
对于非高速铁路沿线城市而言，这种作用则是比较

弱的。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

进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但若超过一定的

规模，则可能会阻碍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产业关
联、信息条件、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沿线城
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都有正向的影响。此外，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本身也有明显的自我增强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在我国高速铁路

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沿线城市可以利用高速铁路这

个有利因素，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对于
高速铁路重要的站点而言，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机

遇将会更好。相应地，对于非沿线城市而言，则要更
谨慎地评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机会。换言之，并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较大的市场区支撑，

因此，其集聚对于交通因素的变化较为敏感。显然，
除了高速铁路之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受到高速

公路、航空等其他交通因素的影响。本文所获得的
上述研究结论及认识仅是基于高速铁路发展的分

析。要全面把握未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变
化，还有待综合分析其他交通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和
技术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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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Ｒailway and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QIN Cheng-lin，YANG Qing-qing

( College of Economic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218 cities during 2003 and 2012，we analyze how the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 HSＲ) affects ag-
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contacts are strengthened by the operation of HSＲ，and facilitate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by 3% to 6% ． Furthermore，the earlier the HSＲ run，the bigger it affects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
eration． Especially to cities along HSＲ，their producer services are significantly agglomerated through reinforcing the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owing to HSＲ． Therefore，cities along HSＲ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par-
ticularly for those important stations of HSＲ． On the contrary，the other cities may not suit for this industry．
Key words: High-speed Ｒailway;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Ｒ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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